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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年 5月 15日《文艺报》上，资深文艺批评家
李希凡接受了孙伟科的访谈。在这篇访谈中，李希凡在
回顾自己大半个世纪文艺批评的风云时，既没有像有
些文艺批评家那样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也没有像有
些文艺批评家那样自以为自己一贯正确，而是该肯定
的理直气壮地肯定，该否定的毫不留情地否定。李希凡
在这种深刻反省中表现出一个优秀文艺批评家的无私
品格，令人敬仰。李希凡在深刻反省中没有完全否定过
去对胡适、俞平伯等新红学家的批判，仍然认为中国古
典长篇小说《红楼梦》的感人的艺术魅力，绝不只是俞
平伯所说的那些“小趣味儿和小零碎儿”，更不是胡适
所谓的“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而是伟大的现实主义
对封建社会的真实反映和艺术形象的深刻概括和创
造。与此同时，李希凡对他过去轻视考证工作进行了自
我批评，认为“曹雪芹的身世经历，特别是《红楼梦》，只
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确实也需要科学的考证工作”。
李希凡虽然强烈反对那种认为《红楼梦》是“生活实录”
的论调，但在批评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
却犯了同样错误。王蒙的这篇中篇小说的可贵之处，正
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矛盾的敏感。而李希凡却不认为中
国首善之区的北京存在官僚主义，并用这种条条框框
评论了这部文学作品，还给作家扣上了一顶大帽子。这
就不自觉地陷入了小说是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实录”的
误区。李希凡没有掩饰这种错误，而是毫不留情地批判
了这种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所犯的幼稚病和粗暴的错
误。尤其难得的是，李希凡在自我批评时还接受了文艺
批评家陈涌对他的批评。李希凡这种追求真理修正错
误的反省不仅是弥足珍贵的，而且是文艺批评发展的
不竭动力之一。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应该大力提倡这
种文艺批评家的自我批评。

文艺批评家的文艺批评虽然主要是针对作家艺术
家及其艺术作品，但在这种文艺批评中却不可缺少自
我批评。文艺批评家的这种自我批评包括两个方面，一
是文艺批评家的自我批评，二是文艺批评家对文艺批
评的不断反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艺批评
界不乏对文艺批评的反思。从责难文艺批评的“失
语”和“缺位”到提出“文艺批评的锋芒哪儿去
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一直处于这种质疑中。这种
质疑显然是中国文艺批评界对文艺批评的反思。虽然
这些反思还不够深刻，还不能完全解决中国当代文艺
批评的困境，但却引起了社会对文艺批评的高度重
视。与中国文艺批评界对文艺批评的反思相比，中国
当代文艺批评家对自身的批评却是相当匮乏的。中国
当代不少文艺批评家之所以缺乏自我批评，是因为他
们不能摆脱狭隘利益的束缚。

文艺批评家的自我批评首先是从根本上清除文艺
批评家身上的鄙俗气。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在对作家
艺术家及其文艺作品的批评时存在日益严重的鄙俗
气。这就是有些文艺批评家与作家艺术家勾肩搭背谋
取狭隘利益，而不是与作家艺术家相互砥砺共同提
高。这种鄙俗气主要表现为有些文艺批评家不是把握
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公正地
评价中国当代作家艺术家及其文艺作品的独特贡献，
而是以个人关系的亲疏远近代替历史发展的客观规
律。这些文艺批评家追求文艺界人际关系的和谐甚于
追求真理，热衷于对一些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作家
艺术家的评功摆好上，甚至出现了飚捧浮夸、既卖矛
又卖盾的现象。因此，文艺批评家绝不能与作家艺术
家在相互吹捧中结成利益群体，而是在文艺批评中不
断反省，摆脱狭隘利益的束缚，与作家艺术家相互砥
砺共同提高。文艺批评家在推动作家艺术家创作提高
时还要帮助作家艺术家找到自身的发展潜力，不断帮

助作家艺术家克服艺术创作中的矛盾。也就是说，文
艺批评家不能局限于作家艺术家的文艺创作中，而是
超越这种文艺创作，既能发现和甄别作家艺术家富有
生命力的艺术探索和失误，也能切实帮助作家艺术家
解决文艺创作中的困惑或矛盾。在这种文艺批评中，
文艺批评家不能一味地迎合作家艺术家的好恶，甚至
随波逐流，助长作家艺术家的一些不良嗜好，而是正
确地甄别不同创作倾向的良莠，遏止不良的创作倾
向，扶持健康的创作倾向。

其次是遏止文艺批评家在文艺批评中走极端的倾
向。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在把握文艺现象中既要适应
和调整，也要批判和引导，二者可以偏重，但不可以
偏废。而中国当代不少文艺批评家不能很好地把握这
二者的辩证关系，而是偏废的。他们或仅强调适应和
调整，或仅强调批判和引导，以至于中国当代文艺批
评界“酷评”盛行，而客观公正的批评难觅。文艺世
界既是相互联系的，也是存在差别的。这个文艺世界
既有好的和真的文艺现象，也有坏的和不真的文艺现
象。也就是说，这个文艺世界是充满矛盾和对立的。
在这个充满矛盾和对立的文艺世界里，文艺批评家绝
不能随波逐流，淹没在层出不穷的现象中，而是激浊
扬清。文艺批评家灵动的艺术感悟和艺术品评不是文
艺批评的终结，而是文艺批评的开始。因而，文艺批
评家不能深陷微观批评中，而是在反省中不断超越；
不能迷信感觉，而是在反思中不断升华，避免走极
端。

再次是促进文艺批评家在文艺批评中超越自身的
各种局限。文艺批评家既是个体的，也是民族的，既
是地域的，也是时代的产儿。而任何民族、地域和时
代都是有局限的。因而，文艺批评家既要从民族、地
域和时代的文艺出发，又要超越这些民族、地域和时
代的文艺的局限。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既要重视微观
批评，也要重视宏观批评，不能仅仅停留在作家艺术
家及其文艺作品的品评上，还要推动作家艺术家积极
反映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并参与这种健康发展。20世
纪70年代末，中国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重新抬
头，“表现自我”盛行起来。这些文艺思潮推动中国
当代文艺逐步从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转向对自我内
心体验的感受，从对“大我”的表现转向对“小我”
的揭秘。有些文艺创作在这种蜕变中甚至堕落为自娱
自乐的游戏，完全丧失了社会担当。中国当代不少文
艺批评家在这种文艺潮流中不是拨乱反正，而是推波
助澜。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艺批评界在反思
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时重申了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
但是，有些美学家却将基层民众的审美趣味和知识分
子的审美趣味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基层民众追求的是
头缠羊肚肚手巾、身穿土制布衣裳、“脚上有着牛
屎”的朴素、粗犷、单纯的美，知识分子则追求的是
纤细复杂、优雅恬静和多愁善感的美；而知识分子工
农化，就是把知识分子那种种悲凉、苦痛、孤独、寂
寞、心灵疲乏的心理状态统统抛去，在残酷的血肉搏
斗中变得单纯、坚实、顽强。这是“既单纯又狭窄，
既朴实又单调”。这带来了知识分子“真正深沉、痛
苦的心灵激荡”。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知识分子
的审美趣味重新抬头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审
美趣味的轮回中，有些美学家虽然承认艺术作品是有
价值高下的即伟大作品在艺术价值上比那些“小”作
品和现实作品高得多，但他却认为“选择审美并不劣
于或低于选择其他，‘为艺术而艺术’不劣于或低于

‘为人生而艺术’。但是，反之亦然。世界、人生、文
艺的取向本来应该是多元的。”这又否定了文艺作品
的价值高下判断。这些美学家之所以在理论上左右摇

摆，难以彻底，就是因为他们在迎合中国当代文艺多
元化发展的潮流中迷失了方向。其实，知识分子的审
美趣味不是不重要，自有它不可否认的价值，但是，
这种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的过度泛滥却不利于中国当
代文艺有序而健康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
是极少数人的发展，而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发展。也就
是说，没有中国人民的共同发展，就没有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真正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应该积极参与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在艺术创作中把这种历史进步有
力地反映出来，创作出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而不是
置身事外，一味地沉醉在自我世界里。如果作家艺术
家完全局限在这种自我世界里，就会丧失对社会的思
想能力，甚至堕落为社会的弃儿。在中国当代社会发
展的历史转折关头，一些比较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看
到中国当代社会基层民众在沉重现实中没有消沉甚至
堕落，而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脚踏实地地创造着美好
的未来。这些社会基层民众虽然没有改天换地的伟
力，但却有水滴石穿的威力，并以滴水丰富和扩张着
人类历史的海洋。他们既不稍成即安，也非永不餍
足，而是在不断进步中充实自己并享受生活的快乐。
这些比较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虽然没有完全摒弃知识
分子的审美趣味，但却进行了艺术调整，自觉地超越
自我世界，精神寻根，并从汲汲挖掘中国当代社会基
层民众的一些保守自私、固步自封的阴暗痼疾转向着
力表现他们主动创造历史的敞亮心胸和伟岸身影。中
国当代文艺批评家如果囿于狭隘利益的束缚，囿于各
种理论偏见，就不可能看到这种惊涛拍岸的艺术潮
流，还会在纷乱的艺术潮流中迷失方向并被历史潮流
所抛弃。

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由赶超的模仿和学习阶段正
在逐渐转向自主的创造和创新阶段。在这种历史转折
阶段，中国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必将发生根本变化。德
国哲学家黑格尔在把握19世纪上半叶德国历史时曾概
括德国人的精神所发生的历史变化：“在短期内，一
方面由于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
太大的重视，另一方面，现实上最高的兴趣，却在于
努力奋斗首先去复兴并拯救国家民族生活上政治上的
整个局势。这些工作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的能力，各
阶层人民的一切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致使我们精
神上的内心生活不能赢得宁静。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
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
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而现在现实潮流的
重负已渐减轻，于是时间已经到来，除了现实世界的
治理之外，思想的自由世界也会独立繁荣起来。在这
种历史趋势中，黑格尔坚决反对精神沉陷在日常急迫
的兴趣中和被一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参见

《小逻辑》，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
36页） 中国当代社会正在逐步超越这种艰苦的时代。
因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只有不断地反省，超越狭
隘利益的束缚，克服各种理论偏见，才能不迷失于纷
乱的艺术潮流并把握中国当代人的精神的深刻变化，
才能勇立潮头唱大风。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的这种自我批评存在两种情
形：一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虽然对过去的文艺批评
有所修正和改变，但这种修正和改变却不是文艺批评
有序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外在的压力和诱惑下发生的
思想蜕变；二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不是屈服于淫威、
取媚于权势，趋承上意或随波逐流，而是在追求真知的
道路上出自内心的真诚反省。这种改变是中国当代文
艺批评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应在严
格区别这两种情形的基础上坚决反对前者，提倡后者，
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有序而健康的发展。

文艺批评家的自我批评不可或缺
□刘 永

文学批评不能单是跟踪新作家新作品的“新闻报
道”。既然是“批评”，也就并不是只讲“新事”，或对
文学新信息、新现象的文学时评。它还有责任在既有文
学史基础上“接着说”——只有在文学史基础上，进步
了或者没进步，堕落了或者如何堕落的，才能说得清
楚。更高一点看，文学中有意无意体现出的人文表情、
意识形态状况，也就才能得到切实而微观的观照，即通
过批评话语起到文化纠偏或文化矫正的价值功能。

既然如此，这里也就涉及到一个概念，怎样理解蒂
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提到的“当日”的问题。蒂
博代以褒义的感情色彩论述了“当日”观点的重要性。
是说当日沙龙里贵妇人的观点——在他的时代算是最有
效文学读者，之所以比文学史家、文学教授的更可信，
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贵妇人并不先管文学的起承转
合，她们拿来讨论、漫谈的文学，一般与身边现实有密
切关系。经过很好地结合身边现实，文学是否有感染力
的问题，可以跨过教授先生们的高深理论，直接由现实
中的日常生活来反证。不言而喻，蒂博代显然是厌倦了
他所处的时代教授先生们的文学态度，相比之下，觉得
贵夫人的沙龙虽然不那么有“理论”，但她们毕竟能把
文学与活人联系起来，那么，如此能被当日观点激活的
文学，一定程度就能给每日以生命。因为在蒂博代那
里，文学在学院知识分子手上已经因束之高阁而脱离日
常生活内容了，是当时的贵妇人们使文学回到了它应该
回到的地方。

时下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个突出问题，表面看来的
确是当日观点下的文学，然而深究一步，这个当日却不
是意义生活或价值生活的“当日”，而是当日文学的新
闻、新闻层面的文学。

什么意思呢？第一，只重视当下出产的作品、出现
的文学现象；第二，只注重当下名作家的作品。这样一
来，对以上两种情况，便模式化地形成了这样一个论评
思路：对名作家作品一般冷言冷语、冷嘲热讽，有时候
纠缠于文本形式主义的挑刺，顿时使人感觉批评怎么就
到了用嘴咬以维持生计的地步呢？对新作品、新现象毫
无保留地一揽子拥抱，甚至把新等同于创新、等同于希
望以至于视为所期待的新经验。这里面的运思逻辑很清
楚，点名批评、恶语相加，其实表达的是文学批评之所
以为批评的勇气，用流行话说，是以对名家作品的“苛
刻”支撑批评的尊严。同理，拥抱新人新作新现象，一
个垫底的批评尺度，不外乎以此来表达批评的宽容和大
度。

名家新作有没有可批评的地方，有，而且大大的
有；新作新人新现象有没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有，也是大大的有。探讨这个问题显然是个伪命题。关
键是，我在这两个极端化的运思当中，体味到的不是批
评之所是，而是批评之所非。换句话说，当批评集体无
意识般地仅对名家新作可能产生的市场效应进行权衡认
定时，当对新东西不约而同地报以体恤的掌声时，批评所遵循的完全是新闻
报道的逻辑规律。因为什么呢？1.一般来讲，名家新作一旦出炉，杂志、出
版社都有“安全消费”的充足估计，即以保险的平均值购买产品并形成抢占
市场份额的垄断架势，而批评者正是明里暗里参透了这一点秘密，进而反其
道而行之，专打市场最嚣张的看点，构成文学规律上的“反高潮”，批评敢
于说“真话”、与市场保持距离的意识形态于是得体地建立起来了。也就是
说，在这里批评实际是以非文学研究心态实现了掌握批评话语权的转换，达
到了把文学及其批评新闻化的目的。2.这里的“新”特指在“80 后”、“90
后”中所选的“新”，毋庸质疑，这是对当年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发迹
经验的“路径依赖”。所谓新，必须具备与大众消费心理吻合、合拍的元
素，而不是拗着这一心理预期的任何阐发。它们可以没有文学所应有的所有
稳定性，但不能没有“闹”、“搞笑”、“损人”、“自恋”、“玄幻”、“穿越”、

“吐槽”、“灌水”等条件。当然，最好是发现了或者发掘出了人性的某些惊
人之处、人生的某些猎奇地方。如此，才方便于以新闻标题的形式一句话道
出那么一个格言警句式概念。这意味着，对新的批评，其实就是以文学经验
的名义合情合理地书写人生的稀奇古怪和人性的玄幻传奇，并把它们主题
化、理论化。

为具体起见，也为着建立切实的语境，要明白晚近我们的文学价值观究
竟徘徊在什么位置，几位我认为信得过的批评家的“综述”提供了必要的信
息。大致是，其一，致力于经营人生的精致趣味、打磨人性中所谓容易被忽
略的小细节、小情调和小哲理，这一点打通了、想明白了，人生和人性的疑
难也就迎刃而解了。其二，把“内在性”生活缺失的病根追究到当下中国人
信仰的阙如上，于是，主角所能做的就是左冲右突去求证信仰的威力。其
三，叙事视野限定在第一人称“我”的掌控之内，然后发掘我之所以不能的
内在原因。结果不出所料，原因找到了，原来阻碍“我”之所以不自由不平
静的一切障碍不在别处，在“我”人性的不够旷达、没有放下，直接说，在
于“我”的欲望太大。

零碎的价值诉求整合起来，其实正是当下批评不遗余力、不约而同奔去
的那个终极目的。首先，有了这样一个安全的、认为正确的方向，批评的任
务于是变得非常微观、具体，或者说很及物。这就是以迅捷的反应、大胆的
个人观念，给作品的人物塑造“把脉”、给作家的写作技巧开药方。总结一
下批评的普遍性理路，无非是什么叙述不严谨、结构不严密，什么人物穿
帮、主题模糊，什么古典主义中掺杂着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中混杂着现实主
义，等等。不信，你认真读读涉及到《蛙》《一句顶一万句》《我是潘金莲》

《高兴》《带灯》《六人晚餐》等论评频率极高的评论文字，有哪一篇不是在
句读层面下功夫、做文章？又有哪一篇不是在认同该作品价值观的前提下替
编辑的工作着急？其次，它们既然差不多都认同此种普遍性价值观，那么，
它们所期待的理想文学蓝图——所谓名家新作中表现得慢的、滞后的、老土
的和不新潮的、不直接的、不反叛的，以及半遮半掩的，不很容易到新人新
作新现象中找到知音了？两种本来分布在价值两级的批评，终于实现了大汇
合。原来对名家新作恶语相加、冷嘲热讽，不是基于当下人文精神的一般状
态，特别是社会结构中的某种令人震惊的断裂而发，而是为着批评的批评，
因为惟有想方设法躲着“政治”，才方便于佐证以上所说的终极目的。对新
人新作新现象的极尽褒扬，亦不是为着、基于已有文学史基础上的突破、深
入，只不过仅仅为了扩充文学版图、增大文学扩容量而已。至于批评是不是
揭示了某种流行的写作程式，是不是反思了某种看起来新实则是 《聊斋志
异》《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爱丽丝梦游仙境》 等的模式套路，如此这
些，差不多都不在今天当日批评的视野之内。

当前批评更严重的问题在于，面对如此批量生产莫言式“好故事”，如
此惟新是追的批评语境，怎么正视犹如海子死后，“十万个海子”在诗歌中
诞生一样，如何免除获诺奖的莫言之后，莫言式文学模式的风靡，和“不顾
一切的经济增长”（孙立平语） 式文学批评思维的泛滥的问题。不顾一切的
经济增长思维，反映到文学批评，就是批评的新闻程式的套用：选题要有嚼
头，命名要有看点，概念要有猎奇性，批评话语一定要刺耳，最后，这些要
素统一于一个闪电式的速度——反应一定要快。如此这般，今天的当日批
评，对下面一些重要问题不是逃避便是讳莫如深。

一是对幸福叙事、快乐话语无限神往，那么相反，凡文学叙述涉及政治
及经济学死角的问题采取逃避态度，对讲述悲痛的故事、叙述悲剧的话语自
然讳莫如深。因为对文学的最高期望值只要仅在人性的小趣味、小圆满的一
个支撑性逻辑是，问题不在现实秩序，而在自身心态。这是放弃在文学中追
究“讽刺之鞭”的直观印证。普希金说，“法律之剑无法到达的地方，讽刺
之鞭必定可以到达”。这一角度，放弃文学的讽刺力量，实则是放下了、乃
至于在批评建构中删除了论评对象中本有的尖锐叙事。

二是对猎奇事相好奇，意味着在批评的基本平面上已经默认了书写正常
人生中疑难是陈谷子烂芝麻，紧接着由批评所代言而宣扬的是消费意义上的
文学零件，并非消费主义语境中的整体性文学观照形象。目前来看，批评的
这种快速反应，不只是法律无法到达的地方批评无法到达，政治经济、社会
学话语已经到达的地方，批评也照样无法到达。

在这里追问批评为什么如此之着急是没有用的。但值得反问的是，批评
既然如此火急火燎地上路，甚至忙到恨不能把作家的腹稿都掘出来给评了，
那么，一直以来批评者骂骂咧咧的所谓批评的尊严尽失，罪魁祸首是谁？究
竟该怪谁？

《中国报告文学新论》（章罗生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年；以下简称

《新论》） 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中国
现代文学馆举行。会议由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与湖南省作协主办，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湖南省文艺评
论家协会和湖南大学承办。

《新论》 的特点、价值及其意义是
与会人员研讨的中心。大家充分肯定了
专著的系统性、全面性和创新性，认为
它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是中国报告文学
与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收获，在中
国报告文学乃至中国当代学术史上具有
重要地位。

张炯认为，该著论从史出，试图从
报告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升华和探讨报告
文学乃至纪实文学的理论体系，对报告
文学的本质、特性和价值观等，作出了
自己独到的论述。它内容丰富，资料翔
实，思考细致，兼具我国报告文学史与
理论探索的意义，是作者实现自我超越
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报告文学研究领域
的重要收获。雷达指出，《新论》 是目
前最厚重、全面，多角度、多层面地研
究报告文学的理论专著，它资料丰富，
观点新颖，其包容性、全面性和开放性
都是空前的，是一部关于报告文学研究
的总结性著作，对我国的报告文学与当
代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何建明认
为，《新论》 是作者用汗水和思想凝聚
起来的理论著作，它对新时期以来的报
告文学创作的梳理非常全面，史料翔实
而丰富，在理论专著中是最完整、最丰
富者之一。白烨认为，《新论》 确实是

集大成之作，整体是文学史的，同时又
具有构建当代报告文学理论大厦的雄心
和野心。它史论结合、内容厚重、资料
翔实、资讯丰富，其内容涉及报告文学
的理论史、研究史和流派史等方面。贺
绍俊则强调了 《新论》 的“新”和

“实”。他指出，《新论》 的上编“理论
新探”、中编“发展新论”和下编“流
派新议”，都落在一个“新”字上，它
绝对不追求四平八稳，而是努力要写出
新意和新见，因此，“新”是这本专著
自觉追求的学术目标。这种“新意”也
许还不成熟，但“新”的本身就是一种
活力，它将推动学术的发展。至于

“实”，则是朴实、老实、扎实、厚实。
在今天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作者绝不
搞花哨的东西，这一点非常难得。刘茵
认为，《新论》 涉及到报告文学的方方
面面，包括报告文学的转型、流变、艺
术和研究史等，内容非常丰富，既是史
论结合的，也是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
作者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能以史学家的
胆识和艺术家的勇气，给一些被冷落的
作家以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具有求
真、求实的特点。萧立军认为，《新
论》是报告文学当中的最新成果，而且
是重大成果，它敢于提出自己独到的新
观点、新看法，是一部有血性的著作。
阎真认为，这部作品非常系统，非常全
面，是集大成的，表明了湖南的报告文
学研究位居全国一流水平，希望它能冲
击鲁迅文学奖。罗宗宇从报告文学研究
的创新如何成为可能这一角度切入，认
为《新论》作者有理论新见，建立了自

己的报告文学观；对作家作品的批评能
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价值评判，对于
报告文学的研究历史有自己的看法和评
价；还能面对创作与理论中出现的新问
题、新挑战，及时作出回应和思考，具
有现场感和责任感。

与会人员也探讨了《新论》的研究
方法和思路。白烨认为，作者的报告文
学研究不是批评家式的而是学者型的。
何建明和李鸣生以《新论》对自己的创
作研究为例，高度肯定了作者文本细读
的用心和认真。雷达则以自己的《苏晓
康模式评议》 一文为例，肯定了 《新
论》对研究资料掌握的认真与全面。熊
元义认为，《新论》 绝不是吹捧、浮夸
的文艺批评，而是重视文本细读和有真
知灼见的真切感悟与阐释，作者阅读中
国报告文学作品之多令人惊叹。他不但
对何建明、胡平、王宏甲、赵瑜、邓
贤、徐刚等许多重要的当代报告文学作
家进行了专题研究，而且对一些重要的
报告文学作品也进行了具体分析与详细
评论。同时，专著又绝不拘泥于细枝末
节，而是重视中国报告文学的整体发
展，如从当代报告文学的发展中概括出

“新五性”等。刘茵指出，作者在论述
时，能在不同作家的横向比较中来分
析、把握其特点、特性，指出其同中之
异或异中之同，可见其下功夫之深。何
建明、李鸣生和梁鸿鹰 （中国作协创研
部主任） 则建议，作者在研究中，特别
是对一些重要作家的评述，要多与作家
和编辑等沟通。

研讨会还由作品讨论延伸到对作者

的评论，评论章罗生的报告文学情结和
研究也是其重要内容。刘茵回顾了作者
从《新时期报告文学概观》到《中国报
告文学发展史》 再到 《新论》 的过程，
充分肯定了作者对自我的不断挑战与超
越。白烨认为，作者在报告文学研究中
始终不渝、执著追踪、长期坚持，这种
坚守和坚韧，确实值得我们表示敬意。
朱竞、罗宗宇也肯定了作者对报告文学
研究的情有独钟和一贯坚守，认为这么
多年来，作者一步一个脚印，在报告文
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开拓，勇于攀登，
孤独前行，的确难得。阎真认为，《新
论》 是作者经 20 多年的积累和努力才
取得的成果，它成为报告文学研究中沉
甸甸的代表性著作实属必然。就作者的
主体人格和精神个性而言，雷达认为，
从著作到人，《新论》 及其作者都有质
朴感，都表现出真诚、求实。李鸣生、
贺绍俊和黄传会认为，作者的学术人格
和追求，体现了湖南人的倔强、自傲和
胆量，作者走的是一条既坚韧顽强又孤
独悲壮的学术之路。

与会人员还从完善、提升 《新论》
的角度，探讨了作者对报告文学的本质
属性及其定位等问题。其中刘茵、白烨
和熊元义等，围绕用“新五性”代替

“旧三性”等问题进行了学理探讨，认
为“新五性”更多的是体现了报告文学
发展的趋势，将其作为本质属性尚须进
一步完善。雷达、何建明、贺绍俊等则
指出，对报告文学作家和流派的归类和
定位，要注意复杂性、准确性和学术谱
系的延续性等。

执著坚守坚韧：
报告文学研究的新成果

——《中国报告文学新论》学术研讨会综述 □宗 宇


